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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男性和女性在机会、待遇及结果等方面不平

等的情况仍广泛存在于全球的劳动市场。实

现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仍是各国政府、社会

伙伴以及公司管理层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女性常因怀孕以及可能需要养育孩子而在应

聘时遭到性别歧视，并且全球的性别收入仍

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女性在工作中更易遭

受暴力，不论是生理、心理亦或是性暴力。

实现性别平等的途径多样，主要包括立法、集

体谈判和三方协商。所采取手段的有效性则取

决于具体议题。例如，议会可以规定监事会必

须保留至少 40% 的席位给女性；男女同工同

酬制度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建立；公司管理

层及工会代表可共同商议设置公司儿童陪护中

心或服务。通过三方协商的方式促进性别平等

的例子包括南非三方性的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

理事会（NEDLAC）。多年来，该理事会就

生育保障及应对性骚扰问题确立了良好实践指

引，其中，关于后者的实践指引于 2007 年进

行了最近一次修订（Budlender, 2011）。

集体谈判是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实现性别平

等尤为有效的机制（Hayter, 2015; Wintour, 

2015; Pillinger, 2014; ILO, 2009）。 
 
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集体谈

判机制覆盖的行业均能有效缩减性别收入差

距（Hayter, 2015），且集体谈判覆盖率越高

的国家（80％及以上），男女收入差距比其

它国家更小（Rubery 与 Grimshaw，2011）。

另外，根据对工会密度及收入不平等问题之

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跨国研究发现，工会密度

越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越少，男女收入差

距也越小（文献综述请见 Aidt 与 Tzannatos, 
2002; Hayter, 2015）。

工作中的性别平等对雇主及雇员均有裨益。

对于雇主而言：提供充足的带薪产假、陪产假、

育儿假能够更好地留住人才；减少歧视性举

措能够提高女性员工的生产力；提供工作场

所儿童陪护则能够减少缺勤情况；有利于女

性员工的招募。对于工会而言，则能够实现

性别平等，消除歧视，促进社会公平，并满

足女性员工对于平衡工作与其它事项的需求。

本简报主要关注工作中的性别平等挑战以及

如何利用集体谈判机制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1	 本简报作者为 Jane Pillinger， Verena Schmidt 与 Nora Wintour。性别、平等与多样化处（GED）为本简报提供了支持与合作。作

者向 Daniela Ceccon（薪酬指数基金会）及 Schenella Pinto（国际劳工组织实习生）提供的研究支持表示感谢。本简报特别参考

了 Nora Wintour 与 Jane Pillinger 于 2016 年为国际劳工组织撰写的讨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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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尽管许多欧洲国家已有相关立法和集体协议

来极大地缩小性别收入差距，但这一进程仍

然缓慢 (Rubery 与 Grimshaw，2015)。女性集

中在少数行业和职业中（ILO，2016）。国际

劳工组织《全球薪酬报告》（2014-15）将造

成男女薪酬差距的原因总结如下：1）对女性

工作价值的低估；2）工作场所的特点（如工

人的可替代性）；3）职业与行业的性别隔离；4）
国家的整体薪酬结构；5）认为女性在经济上

是依赖者；6）女性更可能集中在工会组织程

度低的行业，或者在工会中缺乏代表；以及 7）
家庭行为模式（ILO，2015c）。

同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部不断扩大的薪酬

不平等，与私营部门集体规制和行业谈判的

减少相关，而这极大地影响了处于薪酬结构

底层的群体（Rubery 与 Grimshaw，2015）。

促使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有三：就职于

公共部门；成为工会的成员；就职于大型公

司（Olsen 等，2010）。社会越公平，性别

收入差距越小，尤其是集体谈判覆盖率高

及谈判集中度高的国家更是如此（Hayter 与
Weinberg，2011）。在公司中，签订集体协

议的公司性别收入差距相对更小（Pillinger 
2014，Hayter 与 Weinberg 2011）。

 
有证据表明，在薪酬构成方面，工会间协调

程度越高，薪酬的分配则更公平（ETUC，
2012a）。薪酬构成协调的例子之一便是，对

于存在多个工会的工作场所或企业，不同工

会需形成 “ 单一谈判单位 ”。

工会影响的下滑，如集体规制与行业谈判的

减少，加剧了薪酬不平等，对低收入人群

造成了重大影响（Pillinger 2014；Rubery 与

Grimshaw 2015）。个性化薪酬的趋势及薪酬

透明度的缺失致使性别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

更难解决。例如，有证据显示在奖金与绩效

薪酬的分配方面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工作

与技能很大程度上被低估（Pillinger 2014）。

旨在缩小男女薪酬差距的集体协议主要关注：

招聘与合同安排；公司针对机会平等的研究；

缩小工资差距的工资增长；性别中立的工作

评估。表 1 列举了一些例子，阐述这些方式

将如何引导集体协议来实现同工同酬。

 

栏 1：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使命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性别平等共有四大核心公约：1951 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工作付予

同等报酬公约》（100 号）；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11 号）；1981 年《有家

庭责任工人公约》（156 号）；2000 年《生育保护公约》（183 号）。第 100 号与第 111
号公约同时也属于八大核心公约之列。这些公约中所包含的原则与权利在 1998 年《国

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均有体现。1951 年《同酬建议书》（90
号）为男女工人同等价值工作付予同等报酬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国际劳工组织最

高决策机构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不断强化其关于性别平等的使命。最近的决议

为 2009 年 6 月通过的《性别平等是体面工作核心的决议》；以及 2004 年 6 月通过的《关

于推进性别平等、薪酬公平及生育保护的决议》。

集体谈判如何助力实现工作中的性别平等

本节主要阐述集体谈判在应对下述问题中发挥的作用：性别收入差距；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性

别暴力；部分以女性为主的职业脆弱性。下文将阐述哪些因素能够促使各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达

成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3

表 1：薪酬平等问题应对方法

方法 协议内容 集体协议 / 全球框架协议

招聘与协议
安排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第 111 号非歧
视公约中关于平等与非歧视的相
关条款

哥斯达黎加，1981 年奇里基土地公司与奇里
基土地公司工会（SITRACHIRI）签订的集体
协议

在职位描述中确立性别中立化的
标准

萨尔瓦多，2012 年财政部与 SITRAMHA 工会
签订的集体协议

公司对机会
平等的具体
研究

研究工作中的女性现状 意大利罗马，2013 年意大利国家电力集团
（Enel）、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与
国际公共服务组织（PSI）签订的全球框架协议

提高女性员
工薪酬以缩
小性别收入
差距

提高个人薪酬以缩小性别收入
差距

法国，2012 年劳工总会（FO）与法国电力公
司（EDF）签订的集体协议

为以女性为主的职位提供 “ 平等
津贴 ”。国家级协议明确收入低
于平均水平的劳动者可获得额外
的薪酬补偿。

瑞典，2013 年瑞典工会联盟（LO）与雇主机
构 HO 签订的国家级集体协议

应对银行业与金融业非客观原因
（或不明原因）的性别收入差距

瑞典银行机构雇主联盟（BAO）与瑞典金融行
业工会（FSU）签订的 2011-2014 集体协议

提高工作分
类和工作评
估的性别敏
感度

设计、建立并实施性别中立的
分类

加拿大，2013 年安大略公共服务雇员工会与安
大略皇室签订的集体协议

建立性别中立的工作评估机制 秘鲁，2014 年兰巴耶克饮用水与公共卫生业工
会与公共用水及卫生董事会（EPSEL SA）签
订的协议

用重要协议为所有职位的性别中立
评估消除障碍，从而为此前价值被
低估的女性主导的工作提高薪酬

英国，1997 年国家地方政府联合理事会（雇主
与雇员组织）建立的单一状态协议 

根据薪酬指数 Wageindicator（2015）进行汇编，OIT（2013），多项集体谈判协议

平衡工作、家庭及个人生活

工作、家庭及个人生活的平衡越来越被视为

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工会报告显示，

实现性别平等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女性在

平衡工作、家庭及个人生活时遇到的困难

（ETUC，2014a）。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

男性也有责任来无偿承担照顾家庭及料理家

务这些事，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如

此。总的来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所有劳

动者均有裨益（ILO，2016）。

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工会都十分积极投身于

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运动与谈判之中（Gregory
与 Miler，2009）。在部分国家，集体协议及

社会伙伴协商已取得对男性和女性而言均较

为灵活的工作安排，推动了育儿假、共同家

庭时间、缩短工作时间等来使得劳动者能够

对自己的时间具有更大的控制权（Klenner，
2013）。例如在瑞典，工会通过协商成功

推动了男性获得并使用带薪育儿假的权利

（Pillinger，2014）。

在欧洲工会联盟进行的一项 “ 为平等而谈判 ”
的调查中，接受调研的工会中 49% 在平衡工

作与家庭生活相关方面达成了协议（51% 为

邦联，42% 为联邦）（Pillinger，2014）。它

们主要包括下面三大领域：

1.	 平衡措施既可以作为专项的集体协议实施，

也可以作为与性别平等、工作时间及／或薪

酬相关的更广泛的集体协议的一部分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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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工作时间的协议：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如弹性工作制、电话工作）；非全日制

员工的权益；具有育儿或其它看护责任的

员工可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父母

的休假安排，包括父亲的额外假，以保证

他们能够参与家庭生活；以及，长期担负

护理责任的员工的权利（在老龄化社会中

愈发凸显）。

3.	 通过集体协议将平衡权利，如育儿假或产假

安排，扩张提升以超越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

自 2000 年以来，工业化国家工会的谈判目标也

有所改变，从减少工作时间变为以劳动者为本

的弹性工作制，从而促进工作／家庭平衡，提

高个人的选择权（见 Lee 与 McCann，2011）。

荷兰是第一个开创工作时间自主体系的国家，

各行行业层面的集体协议通过运用开放性条

款促进了企业层面的谈判。

 
通过放松对工作时间安排的管制，产生了年

度制工时及其它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在公

司层面，社会伙伴十分积极参与协议的谈判，

以对国家现有的休假管理法律框架进行补充

（Wintour 与 Pillinger，2016）。

在美国，许多工会就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通过谈

判缔结了创新性协议。澳大利亚的工会则成功

地商定了工作生活平衡协议，尤其是在公共部

门，这一部门的谈判机会源自公共政策发展与

女性工会领导力的结合。新西兰 2008 年的一

项调查显示，38% 的集体协议包含无薪育儿假

的条款，16% 包含灵活工作制，但仅有 3% 包

含非全日制工作的权利（Parker 等，2011）。 

栏 2：德国通过社会伙伴来规制家庭友好型工作时间 

背景：

2005 年，Sodwestmetall 与 德 国 金 属 行 业 工 会（IG Metall） 签 署 了 一 份 总 体 集 体 协 议

（Manteltarifvertrag），其中一项条款在规定工作时间方面使得工人有一定决定权，能够根据公司

业务范围来决定其工作时间。

金属行业的社会伙伴同意达成集体谈判补充协议来完善该集体协议（Ergänzungs-Tarifvertrag），

使得不同阶段的工人能够拥有长期工时储蓄账户从而规划个人工作时间（Langzeitkonten zur 
persönlichen Lebensarbeitszeitplanung）（Klenner, 2013）。

2011 年，跨行业社会伙伴签署了 “ 家庭友好型工作时间章程 ” 来为包括管理岗位在内的所有员工

提供非全日制工作时间及家庭友好型工作时间的选择。

补充集体协议出现的问题（Ergänzungstarifvertrag）：

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倾向于个人工作时间账户，并非所有的公司都会在破产时还保护工作时间账户，

且某些情况下，工作时间积累的值也会失效（Knottel，2013）。

协议影响

德国金属行业工会 201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工作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中仅有 15% 包含平衡

措施，但三分之二的工作委员会表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德国金属行业工会将工作与家庭生活的

平衡列为工作重点，并将其作为工会 2015 年谈判的目标（Knottel 2013）。

来源：Jentgens and Wagner (2007), Manteltarifvertrag für Beschäftigte (2005).

应对性别暴力

性别暴力 —— 包括生理暴力、心理暴力与性

暴力 —— 与其它工作问题不同，这个问题十

分敏感且通常鲜为人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性别暴力既是性别平等问题，也关乎职业健

康与安全风险，它可导致不适、压力、缺勤

以及更进一步的暴力情况，这些均会导致生

产力的丧失。许多谈判议程现在都包括性别

暴力相关条款，致力于预防并解决工作中的

性骚扰问题。在工作场所中预防家庭暴力并

为家庭暴力幸存者予以支持的措施对于许多

国家而言，可谓谈判议程中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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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暴力意识的增强，得益于女性在工会和

公民社会中的聚集。遗憾的是，孕妇、新妈妈、

外来劳动者、家政工、依赖性家庭工人以及

非正规工这些通常面临性别暴力风险的人群，

往往没有被纳入集体谈判（Cruz 与 Klinger，
2011）。

工作场所应对性别暴力的协商  

过去，工作场所中的性别暴力被视为职业健康

安全问题。近几年，这个问题已被集体协议特

别提出。下列为包含性别暴力条款的协议案例 :

•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2014-2017 Vista Sol 
Punto Cana》集体协议便是该地区良好实践

的一个例证。该协议表明其主要目标在于

预防性骚扰的发生；明确申诉者不会受到

制裁；规定施害者将受到惩罚。拉美的另

一趋势是在集体协议中设立相关条款，工

会 - 雇主联合承诺通过增强意识来防止性骚

扰的发生的条款，以及对受骚扰者提供咨

询服务，例如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

巴拉圭。（TUCA/ILO ACTRAV，即将出版）。 

•	 作为能力建设方案和倡导活动成果，东非

的大量工会都在开展谈判以在集体协议中

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委员会以及工作健康

安全委员会。坦桑尼亚资源保护、旅馆、

家庭和相关工人工会（CHODAWU）于

2015 年成功达成一项新的集体协议，其中

包含性骚扰的条款（ITUC，2016）。 

工作场所应对家庭暴力的协商  

家庭暴力已成为工作场所谈判的新议题。由

于认识到私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关于

家庭暴力的集体谈判拓宽了雇佣关系的涉及

范围，代表着质的飞跃。澳大利亚最先推出

的家庭暴力条款代表着谈判的新话题以及新

的产业问题（Baird，McFerran and Wright，
2014）。第一个成功达成的家庭暴力条款是

由澳大利亚服务工会维多利亚局与冲浪海岸

郡委员会于 2010 年谈判达成（《冲浪海岸郡

委员会企业协议 2010-2013》）。双方就长达

20 天的带薪家庭假达成一致，此举在澳大利

亚引起了轰动（McFerran，2016b）。

至 2015 年，944 项集体协议包含了家庭暴力

相关条款，惠及 804,649 名员工。这些员工主

要分布在私营部门，覆盖各行各业，包括零

售业、公共交通、银行业、教育、制造业、

航空与海运，且还包括该国最大的几家公司

（McFerran，2016a）。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会已达成谈判协议，

规定家庭暴力受害者有权享有近 20 天的带薪

假（Wagnera 等，2012；Baird 等，2014）。

在澳大利亚，性别平等谈判的主要推动因素

源自工会与女性运动的联合影响、“ 模范条

款 ” 以及工会代表的承诺（Baird，McFerran 
and Wright，2014）。

惠及弱势工人的协商
 
由于女性从事弱势职位的可能性更高，因此

对弱势工人的协议谈判尤为重要。家庭工作

仍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家庭工人占比 81.5%
（ILO，2015c）。在某些类型的非标准就业中，

女性人数不是过高就是过低。

从全球来看，由于女性需要寻求带薪工作，

同时又希望能兼顾家庭，因此她们从事非全

日制工作的可能性更大（ILO，2016 即将出

版）。

家庭工人

2011 年国际劳工组织第 189 号《关于家庭

工人体面劳动公约》的颁布及对应的《第

201 号建议书》是将组织与谈判权扩展至这

一女性为主的行业的重要里程碑（Hob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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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尽管家庭工人的组织有所增加，但

旨在改善家庭工人基本权利、最低薪酬及体

面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仍然有限。

大多数国家并无家庭工人的最低薪酬规定。

2013 年，国际家庭工人联盟成立，许多国家

的国家级工会都在推动体面工作、实施第 189
号公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Oelz 与 Rani，
2015）。 

而像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意大利、

瑞典等国家的工会则已达成协议来保护家庭

工人的权利（Hobden，2015a）。在比利时，

社会伙伴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承诺就家庭工

人的薪酬及工作条件进行谈判。

而意大利的第一项家庭工人相关的集体协议

则可追溯到 1974 年，并且每四年便会修订一

次。该协议涵盖家庭工人薪酬及就业条件的

各类议题（Hobden，2015a）。 

非标准就业形式

标准就业关系仍是工业化国家最常见的就业

形式。在欧美，约 70% 的工作为标准就业关

系。这也是自 21 世纪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最

重要的雇佣类型（ILO，待出版，Maurizio，
2016）。然而，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就业

关系正在逐渐消逝（ILO，待出版）。

不同层次的工会、雇主及雇主组织参与集体

谈判来应对非标准就业工人所面临的问题，

尤其是大多为女性的合同工与临时工。

法律与集体谈判处理的五个主要领域为：设

置合同工作的时间与强度限制；减小或消除

固定工与合同工之间薪酬的差异；确保最低

工时；拓宽生育保障的范围；职业卫生与安

全条款。然而，某些领域的非标准劳动者面

临的挑战则是在反歧视法的适用和范围方面，

因为在部分国家，这些工人不属于劳动和就

业法的适用对象。 

2013 年，奥地利颁布的一项新法规定，临时

工必须享有与固定工同等的待遇，尤其是同

等的社会福利。但是，许多国家的生育保障

及其它福利都与雇佣状态相关。

栏 3：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

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强调根据结社自由的原则，所有劳动者（仅排除武装力量成员及警

力人员）有权建立或加入自己选择的组织。委员会同时强调，该权利的享有不应“取决于雇佣关

系的存在，而这种关系通常不存在”（ILO，2016，即将出版），例如自雇者，“也应享有组织权”

（ILO，2016，即将出版）。临时工也享有组织权。结社自由委员会也回应了临时工的集体谈判权

问题，表示他们“应当能够进行集体谈判”（ILO，2016，即将出版）。

促进性别平等集体谈判的因素很多，包括让

女性加入工会领导层及集体谈判团队；推动

立法，建立性别平等谈判框架；工人与雇主

的战略；采用政策推动包容性谈判，如将集

体协议效力扩张至某一行业的所有企业。

通过集体谈判促进实现性别平等的因素

女性在工会领导层的地位以及她们参与集

体谈判团队对集体谈判在多大程度上实现

让女性加入工会领导层与集体谈判团队

性别敏感的结果有着重大影响（Ledwith 与

Munakamwe，2015；Pilling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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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性领导的社会伙伴组织通常更可能建

立 性 别 平 等 的 战 略 与 措 施（Eurofound，
2014）。许多性别平等问题只有在女性直接参

与谈判时才会被包含在集体协议中（Dickens，
1998）。

 
在肯尼亚，工会鼓励女性参与集体谈判协商

以促进女性问题更有效地在集体协议中体现

（Shindondola-Mote 等，2015）。2016 年，

女性在欧洲工会联合会以及其它欧洲工会联

盟中占了高层及领导职位的绝大多数（Wintour
与 Pillinger，2016）。

 
近期集体谈判协议已经明确了在集体谈判中

需要采取行动的新问题，重点关注性别收入

差距、生育保障、育儿服务以及工作场所的

暴力问题（ILO，2016）。 

雇主与工人组织改善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战略

国际劳工组织雇主活动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

明了雇主为提高女性在企业与管理层的地位

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策略。关于公司采取的

行动，《国际劳工组织公司调查》显示，接

受调查的公司中大多数均设有机会均等政策

及措施来为女性员工提供支持。其中一个例

子便是埃及性别平等模式（GEME），该模式

为公司提供培训，帮助他们记录特定案例中的

性别差异并采取纠正措施（ILO，2015b）。

有些国家对于性别平等方面表现好的公司还

会设置奖励，如南非的 “ 年度女性商人 ” 奖。

各个国家商会及雇主组织也已建立项目来促

进性别平等，如智利的商会会推行公司良好实

践（ILO，2015b）。还有些调整了自身结构

以纳入具体的女性职务，提高女性企业主的

成员比例（如尼加拉瓜（ILO，2015b））。

工会已采取多方面的战略来解决同酬问题，

不仅是促进男性和女性的薪酬平等，还包括

对女性工作价值被低估的现象以及工作分类

机制提出质疑，因为该机制通常并未考虑男

女薪酬差异的问题。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原

因通常由于家庭责任、缺乏质高价廉的育儿

服务，这也是男女薪酬差异的重要原因。

集体谈判是工会支持缩小男女薪酬差距的重

要方式。工业化国家中，谈判策略显然不尽

相同。在性别收入差距大的国家，代表劳动

者的工会会更多地关注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

因素，如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职业隔离、

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女性的低酬，如奥地利

（Pillinger，2014）。与之相对，在性别收入

差距较小的国家，工会通常首先考虑所有劳

动者的低收入情况，包括提高全国的最低薪

酬，并实施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相应政策。

在德国，针对各行业不同性别薪酬差距的行

业工资谈判模型主要关注全职熟练工的生活

工 资（Schafer 与 Gottschall，2015）。 没 有

就减小收入差距进行谈判的工会强调这是由

于集体谈判覆盖面小以及雇主参与度太低，

而非缺乏对实现性别平等的承诺（Pillinger，
2014）。在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工会（在

其它措施之外）选择关注法律变化来促进性

别平等。

提升女性在集体谈判中的作用的方法包括决

策岗、国会代表及其它事项代表的性别平

衡配额机制。例如英国工会联盟（TUC）
便已就谈判团队采取了配额（Eurofound，
2014）。女性的配额能够有效促进女性的

代表性以及组织层面的结果，表明了工会

管理的改变能够促进工会的新生（Kirsch 与

Blaschke,2014）。

欧洲大多数工会都在应对面向女性的暴力问

题（ETUC，2014b）。国家、行业、公司层

面的集体协议包含了新的条款来防止性骚扰

及其他工作场所的面向女性的暴力形式，雇

主承诺建立流程来解决相应问题，包括：预

防计划；为管理者及员工进行预防工作场所

暴力以及明确暴力迹象的培训；为遭遇工作

暴力或家庭暴力的员工提供支持。

北欧国家的工会与雇主联合建立了相应框架

来改善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问题。冰岛的社

会伙伴则签署了一项议定书，作为 2008 与

2010 年集体协议的组成部分。这项议定书包

括承诺通过向公司引进相应性别平等及同工

同酬认证体系来促进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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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三方性 “ 同酬计划 ”（ 2006-2011 年）应

对的问题则包括：集体谈判；消除职业性别

隔离的措施；支持女性事业发展与领导力；

发展薪酬体系；实施育儿假来促进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

除欧洲外，部分拉美国家也建立三方项目以

促进机会平等及性别平等，如乌拉圭实施的

同等就业机会与待遇三方委员会（CTIOTE）
便旨在通过薪酬委员会来促进集体协议中性

别平等的条款（Espino 与 Pedetti,2012）。

运用立法与政策来推动集体谈判

通过信息共享来确保知情协商
 
在处理性别收入差距问题上，信息获取对于

形成薪酬谈判与集体协议的内容及范围十分

必要，信息获取可通过一系列性别相关指数

进行比较。在有些国家（如奥地利、比利

时、丹麦、法国、挪威和瑞典），立法赋予

工会有权获取按性别分类的工作场所信息

（Pillinger，2014）。

近年来，社会伙伴越来越多地关注薪酬透明

度。有些工会在达成协议并提升对按性别分

类的数据的获取和分析能力方面取得了极大

成功。在欧盟，约半数的工会能够获得按性

别分类的数据，尽管数据的范围和质量参差

不齐（Pillinger，2014）。奥地利、比利时、

冰岛、挪威等国家的某些工会也已通过谈判

达成协议，要求行业与公司层面将分类的薪

酬数据提供给谈判方，从而使性别收入差距

能够涵盖在薪酬谈判中（Pillinger，2014）。

在法国，员工数达 50 人以上的公司须每年

（若达成协议为每三年，则按协议规定进行）

对薪酬平等和性别平等进行协商。2006 年，

一项关于薪酬平等的法律增加了一项义务，

即行业层面每年须进行协商以调整性别收入

差距。任何集体协议都需要包含薪酬平等条

款才能被权威机构认定为有效。2010 年，企

业采用性别平等计划或达成性别平等集体协

议的法定义务得到了加强，因为若不执行，

便会被罚款（高达总薪酬的 1%），该规定

自 2012 年开始生效。2011 年，仅有 12% 公

司集体协议包含性别平等条款，而行业层面

仅有 3.5% 的集体协议做到这点（欧洲议会，

2015）。

 

截至 2015 年 7 月，工会协商的平等计划覆

盖了近 80% 的大型公司，注册计划总数达

10,000。2015 年，社会对话相关立法进一步

加强了协商职业平等、生活质量、薪酬与职

业发展方面的要求。此外，社会伙伴们签署

了性别平等方面的国家协议，旨在将工作时

间、性别平等、性别收入差距、压力与骚

扰、残障劳动者安排等不同的法定协商结合

为单一的谈判项目（Wintour 与 Pillinger，
2016）。

意大利则设有机会平等谈判的法律框架（隶

属 198/2006 立法法令），要求员工数达 100
人以上的用人单位通过与工会协商发布性别

平等报告。达成的国家级及公司级协议包含

了地区及公司层面建立双边平等委员会的条

款，旨在改善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女性的

资质认证、工作条件，以及进入往往以男

性为主的工作领域（Wintour 与 Pillinger，
2016）。

比利时于 2012 年通过性别歧视问题相关立

法，确定了行业层面商定措施来应对的性别

收入差距的义务。该法相关条款包括要求公

司提供薪酬数据分类，且若公司员工数超过

50 人，则须提交行动方案。按照要求，公司

须任命一名公司调解人。公司层面的集体协

议须提供无歧视工作分类体系（Wintour 与
Pillinger，2016）。

行业层面须提供性别薪酬差异报告，包括与

邻国相应行业劳动力成本的比较；第二，若

无集体协议，则须达成集体协议；第三，联

合委员会须拟定性别中立的且非歧视的工作

分类（Wintour 与 Pillinge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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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包容性谈判框架

政府可以通过扩张集体协议的效力范畴来推

动更具包容性的集体谈判框架。要增强集体

谈判覆盖率，可通过如下方式：

a)	 将集体协议的条款与条件扩张至所有劳动

者，不考虑其工会状态及雇佣关系。如南

非的劳工部长在扩张协议前 “ 可考虑行业

中劳动力的组成，包括临时工、签订固定

期限协议的员工、非全日制工或其它非标

准雇佣关系的劳动者 ”（IRLEX2016）。 

b)	 雇主自愿将福利惠及所有劳动者，而不考

虑他们是否加入工会。

c)	 工会达成覆盖中小企业的行业或多行业协

议。

这些扩张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非常重要，因

为许多女性劳动者在中小企业工作，为非标

准就业形式的主体，而非标准就业形式通常

不属于集体协议的覆盖范围。在具有国家 / 行
业协议的国家，集体谈判的覆盖率通常超过

工会密度比（如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卢森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乌拉圭）。 

通过集体谈判实现性别平等的挑战

要通过集体谈判实现性别平等主要有两大挑战。

首先，集体谈判在许多国家都面临压力，而

集体谈判覆盖率也在逐渐降低。导致这一现

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为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而

采取的政策措施，部分措施削减了集体谈判

权。2008 年至 2012/13 年期间，许多国家的

集体谈判覆盖率下降，罗马尼亚下降 63%，

希腊下降 45%，斯洛文尼亚下降 27%，塞浦

路斯、匈牙利、以色列等也均下降了 10% 以

上。然而，澳大利亚、巴西、丹麦、芬兰、

荷兰和瑞士等国的覆盖率则同期上升了约 3%
到 8%（Visser 等，2015）。

 

第二，许多国家工会领导层仍为男性主导。

《欧洲工会联合会 3 月 8 日调查》获得的数

据是目前关于欧盟的最佳数据。数据显示，

工会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均值为 43%，具体

数值从芬兰雇员联合会（STTK）的 75% 到塞

浦路斯民主劳工联盟（DEOK）的 13% 不等。

欧盟工会 55% 的政治性领导岗中，仅有 10 个

（或 18%）为女性（ETUC2016）。这会造成

工会战略重点的倾斜。目前尚无雇主组织内

部女性领导者比例的比较值，但国际劳工组

织雇主活动局进行的全球雇主组织女性领导

者比例调查结果将于 2016 年出炉。

结语

集体谈判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有效工具，当它

与立法和公司措施相结合时更是如此。女性

加入集体谈判团队能够促使集体谈判议程涵

盖与女性尤为相关的事项，如性别收入差距、

生育保障、育儿、工作时间以及性别相关的

暴力问题。社会伙伴也能够在制定战略与策

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加强雇主与工会的能力来增加女性担任

领导岗的数量；通过鼓励建设性的、有意义

的知情协商；通过推动包容性协商的流程；

通过扩大集体协议的效力范围来惠及女性，

我们才能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路上不断前进

（ILO，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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